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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自 ２０１２ 年起， 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增长减速过程， 综合考虑减

速的节奏、 深度以及持续时间， 这种减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

的。 虽然在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世界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实施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
产生了一定的非趋势性或扰动性的影响， 中国 ＧＤＰ 增长率仍然从 ２００７ 年

（１４􀆰 ２％ ） 或 “十一五” （平均 １１􀆰 ３％ ） 的峰值， 大幅度下降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６􀆰 ９％或 “十二五” 的 ７􀆰 ８％ 。 更重要的特点是， 这个减速趋势迄今为止尚

未到达人们预期的 （止跌回升的） 谷底。
因此， 如同世界经济减速， 中国经济减速已经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经济

学课题。 鉴于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 （中等偏上收入阶段）， 中国能否正

确应对这个减速挑战， 关乎其是否能够避免 “中等收入陷阱” 这个经济发

展的大命题。 实施正确的政策以成功应对挑战， 必须以准确判断形势为前

提。 诸多研究者出于惯常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框架， 把这次中国经济减速解释

为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 因需求侧冲击而不时出现的周期现象， 并且开出了

通过扩大投资进行刺激的药方。
例如， 林毅夫 （Ｌｉｎ， ２０１１） 的分析就包含了两个方面。 第一， 通过把

中国出口减少与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低迷， 以及其他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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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出口下降的事实关联在一起， 尝试论证中国经济减速是由 （外部） 需求

侧因素所致。 第二， 通过把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 （以人均 ＧＤＰ 相当于美国

的百分比衡量） 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同等阶段， 即与日本的 １９５１ 年、 新加

坡的 １９６７ 年、 中国台湾地区的 １９７５ 年和韩国的 １９７７ 年相比较， 用后发优

势论证中国尚有很大的高速增长潜力。 例如， 数据表明， 这些经济体在到达

这一节点之后的 ２０ 年里， 分别实现了 ９􀆰 ２％ 、 ８􀆰 ６％ 、 ８􀆰 ３％和 ７􀆰 ６％的经济

增长率。 由此看来， 中国似乎仍有 ８％的增长率潜力。
但是， 这种比较经济发展阶段的方法， 忽略了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

用以及中国的未富先老特征。 考虑或者忽略人口因素往往得出大相径庭的结

论， 即如果按照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变化趋势做判断， 得出的结论会与按照

人均 ＧＤＰ 标准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
本章将 １５ ～ ５９ 岁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 （随后就进入负增长） 的时

间作为比较的基准①， ２０１０ 年中国的发展阶段， 实际上相当于日本的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５ 年、 韩国的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以及新加坡的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 年。 如果把

人口抚养比 （１４ 岁及以下和 ６０ 岁及以上人口与 １５ ～ ５９ 岁人口的比率）
作为人口红利的一个代理指标， 日本、 韩国和新加坡的人口抚养比显著上

升的时间点， 也远远晚于按照人均收入水平定义的时间点。 例如， 日本的

人口抚养比虽然于 １９７０ 年左右降到最低点， 但是， 真正开始显著上升则

是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而韩国和新加坡的人口抚养比上升的时间大体与中

国相同。
也就是说， 相对于人均 ＧＤＰ 水平的增长来说， 中国人口转变的速度尤

其快， 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更是提早到来。 考虑到过去 ３０ 多年高速经济

增长对人口红利的高度依赖性， 以及人口红利早且快地消失这些因素， 蔡昉

和陆旸 （Ｃａｉ ａｎｄ Ｌｕ， ２０１３） 根据人口转变趋势对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

产率的影响， 估计了 １９７９ ～ ２０２０ 年中国 ＧＤＰ 的潜在增长率。 从各时期的平

均数来看， １９７９ ～ １９９４ 年为 ９􀆰 ６６％ ，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０ 年为 １０􀆰 ３４％ ，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下降到 ７􀆰 ５５％ ， 预计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将进一步下降到 ６􀆰 ２０％ 。 由此来

看， 中国经济减速是人口红利消失进而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表现， 而不是

需求侧的宏观经济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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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从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经济减速。
例如， 巴罗 （Ｂａｒｒｏ， ２０１６） 认为任何国家不可能长期偏离 ２％ 这个趋同

“铁律”， 因此， 他预计中国经济增长率很快将下降到 ３％ ～ ４％ ， 并断言中

国不可能实现 “十三五” 时期 ６％ ～ ７％的增长率目标。 Ｐｒｉｔｃｈｅｔｔ 和 Ｓｕｍｍｅｒｓ
（２０１４） 也预测中国经济将迅速 “回归到均值”， 即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３ 年将下降为

５􀆰 ０１％ ， ２０２３ ～ ２０３３ 年将下降为 ３􀆰 ２８％ 。 虽然在这类使用国家长期历史数

据的研究中， 有揭示 “放之四海而皆准” 减速规律的研究， 也不乏探索减

速的国别因素的研究 （如 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但是， 总体而言， 这

类研究忽略了为什么减速以及如何保持长期适度增长的中国特色因素， 因而

必然得出比实际情景更 “悲观” 的预言， 无意中助长了 “唱衰” 中国的论

调和 “做空” 中国的打算。
因此， 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不应该按照周期性框架去寻求见底

反弹 （Ｖ 字形）， 而应该着眼于消除体制性障碍， 挖掘生产要素 （劳动力）
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力， 保持中国经济在与发展阶段相符合的减速区间

增长， 即尽可能平滑而缓慢地减速 （Ｌ 字形）， 直至完成从中等偏上收入阶

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过渡。
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把新型城镇化转化为经济增长源泉， 就是符合这一思

路的结构性改革举措。 新型城镇化具有从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固然

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角色， 已经得到决策者和研究者的充分关注。 例

如， 李克强总理在 ２０１６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把推进新型城镇化作为 “深
挖国内需求潜力” 的一项举措， 称其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

在。 蔡昉和王美艳 （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Ｃａｉ， ２０１５） 也具体测算了农民工市民化可能

扩大消费内需的程度。 为了把新型城镇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联系起

来， 本章着眼于城镇化对提高劳动力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 进而提高潜在增

长率的重要作用。

二　 中国增长奇迹及其城镇化引擎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 提供了一个典

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案例。 从经济增长的构成源泉可以揭示出， 正是二元经济

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征即劳动力无限供给， 保证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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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高储蓄率和高资本回报率， 而且劳动力转移产生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构成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部分）。 由于这些因素均源自有利的人口转变阶

段， 因此被称为人口红利 （Ｃａｉ ａｎｄ Ｚｈａｏ， ２０１２）。 人口红利支撑的高速经济

增长伴随着同样高速的城镇化进程。 中国城镇化率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７􀆰 ９％提高

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５４􀆰 ８％ ， 年平均增长率为 ３􀆰 ２％ ， 是世界经济史上另一个由中

国创造的发展奇迹。
更具有奇迹般意义的是， 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或乡—城迁移， 不仅是

人类和平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而且是高速城镇化的主要源泉。 因

此， 研究中国的城镇化， 不得不对这个人口群体给予格外的关注。 本章将从

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方面， 考察中国的城镇化以及其中劳动力转移的贡献。
首先， 农民工主导的城镇化满足了城市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 二元

经济发展的独特之处在于劳动力无限供给， 而这个特征具体体现在以农

业劳动力转移为核心的高速城镇化方面。 在城镇人口老龄化进程快于农

村， 以及城镇非农产业扩张快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条件下， 农村劳动力

向城镇产业转移不可避免。 事实上， 与 １５ ～ ５９ 岁劳动年龄人口一样， 城

镇户籍人口就业总量已于 ２０１０ 年达到峰值， 城镇就业继续增加的主要原

因在于农民工的持续增长。 依据一些统计信息， 并在做出合理假设的情

况下， 本章把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４ 年历年城镇就业总量的构成部分进行了分解

（见表 １）。

表 １　 城镇就业总量构成

单位： 万人

年份

城镇统计就业 未计入城镇统计就业

城市户籍

（１）
农民工

（２）
合计

（３）
新增量

（４）
农民工

（５）

２００１ ２３２３３ ７０７ ２３９４０ — ７６９２

２００２ ２３９０４ ８７６ ２４７８０ ８４０ ９５９４

２００３ ２４５５３ １０８６ ２５６３９ ８５９ １０３０４

２００４ ２５１３３ １３４３ ２６４７６ ８３７ １０４８０

２００５ ２５６７１ １６６０ ２７３３１ ８５５ １０９１８

２００６ ２７４７４ ２１５６ ２９６３０ ２２９９ １１０５６

２００７ ２８２５６ ２６９７ ３０９５３ １３２３ １１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２８７５３ ３３５０ ３２１０３ １１５０ １０６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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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城镇统计就业 未计入城镇统计就业

城市户籍

（１）
农民工

（２）
合计

（３）
新增量

（４）
农民工

（５）

２００９ ２９１５７ ４１６５ ３３３２２ １２１９ １０３６８

２０１０ ２９４９４ ５１９３ ３４６８７ １３６５ １０１０７

２０１１ ２９４７４ ６４４０ ３５９１４ １２２７ ９４２３

２０１２ ２９１３４ ７９６８ ３７１０２ １１８８ ８３６８

２０１３ ２８４０４ ９８３６ ３８２４０ １１３８ ６７７４

２０１４ ２７１９９ １２１１１ ３９３１０ １０７０ ４７１０

　 　 资料来源： Ｃａｉ， Ｆ􀆰 （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ｔｏ ｒｅｆｏｒｍ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 ＵＫ：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观察表 １ 各列数字， 可以发现许多有意义的信息。 第 （１） 列是按照

城镇户籍人口进行的就业统计， 总量自 ２０１１ 年开始出现负增长。 第 （２）
列是被逐渐统计到城镇就业总量中的农民工数量， 不仅总量在增长， 而且

被计入的比例也在增长， 其对城镇就业总量在统计意义上的贡献 ［占城镇

统计就业的比重， 即第 （２） 列占第 （３） 列的百分比］， 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３􀆰 ０％提高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３０􀆰 ８％ 。 正是农民工在这一统计意义上的贡献， 使

城镇就业总量在数字上仍然保持增长 ［第 （３） 列］， 每年增长甚至超过千

万人 ［第 （４） 列］ 。
这里有一个统计上的微妙变化。 实际上， ２０１４ 年全国经济活动人口的增

量仅为 ３８０ 万， 如果不考虑转移劳动力的话， 城镇就业不可能产生新增量。 客

观地说， 这并不表明官方的城镇就业统计数据不实。 实际上， 随着农民工在

城镇企业就业稳定性的提高， 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签订了劳动合同， 参

加了各项基本社会保险项目， 他们越来越多地被企业视为正式的职工， 自然

更可能被统计到官方就业数量里面。 此外， 正如第 （５） 列显示， 虽然数值在

递减， 但仍有很大比重的农民工， 尚未被统计到官方的城镇就业之中。 如果

把这些农民工统计到城镇就业中， 其对城镇就业增加的贡献则更显著。
其次， 城镇化帮助维持高储蓄率和高资本回报率， 保证资本积累对经济

增长的高贡献率。 由于两个原因， 相对于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和城镇本地劳动

力而言， 农村转移劳动力具有年龄明显较小的特点。 第一， 人口流动的一般

经验显示， 具有人力资本及其他人口学特征优势的群体更倾向于流动， 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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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群体在年龄上比留守劳动力占优势； 第二， 城镇人口转变领先于农村， 因而

城镇人口老龄化进程比农村快， 因此， 农民工在年龄上也明显比城镇劳动力占

优势。 这一情况意味着， 农民工进城改变 （降低） 了城镇的人口抚养比， 维持

了 “食之者寡、 生之者众” 的人口结构， 进而产生了较高的储蓄率。
例如， 本章利用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把城镇常住人口中有城

镇户籍的人口与没有城镇户籍的人口进行比较 （见图 １）， 可以看到， 前者

的抚养比为 ０􀆰 ４３， 后者为 ０􀆰 １８， 即在没有城镇户籍的外来人口成为常住居

民的情况下， 城镇常住人口的抚养比可以显著地降低 ０􀆰 ３５。

图 １　 城镇中户籍与非户籍常住人口的年龄构成

资料来源：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 （２０１１），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ｅ ２０１０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ＣＤ － ＲＯＭ ｅｄ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不仅如此， 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 可以使资本

积累和投资获得相同比例的劳动力供给， 从而资本报酬不会出现递减现象，
而且资源在劳动力部门间转移可以提高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可以使投资回报

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正如许多学者的研究证明， 中国经济在较长时期内的

确保持了较高的资本报酬率 （Ｂａ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 正是因为上述两个条件，
许多研究者得出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具有最大份额的贡献的结果， 如在蔡

昉和赵文 （Ｃａｉ ａｎｄ Ｚｈａｏ， ２０１２） 的模型中， １９８２ ～ ２００９ 年中国 ＧＤＰ 增长率

中来自资本积累的贡献高达 ７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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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 农民工作为城镇就业增量主体， 有助于改善劳动者整体的人力资

本。 一般认为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较低， 属于低技能或非熟练劳动

力， 因此， 通常不会认为农民工可以对城镇劳动者群体的人力资本做出什么

积极贡献。 的确， 平均来看， 农民工的人均受教育程度低于城镇户籍劳动者。
例如， 根据 ２０１０ 年中国城镇劳动力调查 （ＣＵＬＳ） 数据①， 农民工平均受教育

年限为 ９􀆰 ５ 年， 城镇本地劳动者为 １２􀆰 １ 年， 两者之间有 ２􀆰 ６ 年的差距。
然而， 如果考虑两个劳动者群体的年龄分布特点， 农民工对城镇劳动力

的人力资本的贡献就是正面的了。 例如， 在本章的样本中， 农民工和城镇本

地劳动者的年龄中位数分别为 ３３ 岁和 ４０ 岁。 图 ２ 展示了两个群体的年龄分

布和受教育年限分布。 以 ０ 为基点， 图的上半部分反映农民工分年龄构成及

受教育年限， 图的下半部分反映城镇本地劳动者的分年龄构成及受教育年

限。 从图 ２ 可以看出， 由于农民工年龄较小， 而且特定的年龄组具有较高的

受教育年限， 他们对逐年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城镇职工形成替代， 可以增加总

体劳动力的人力资本。 例如， ２１ ～ ２５ 岁组农民工的受教育年限为 １３􀆰 ３ 年，
这个群体对 ５５ ～ ５９ 岁组城镇本地劳动力 （受教育年限为 １０􀆰 １ 年） 形成替

代， 增加城镇劳动力整体受教育年限的效果是显著的。

图 ２　 农民工和城镇本地劳动者： 年龄和受教育年限分布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ＣＵＬＳ 数据估算。

７４

① 该调查系 ２００９ 年年底到 ２０１０ 年年初，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上海、 武

汉、 沈阳、 福州、 西安和广州 ６ 个城市进行的劳动力调查数据。 该调查根据分阶段随机抽

样原则， 在每个城市分别抽取了 ７００ 户城市居民家庭和 ６００ 户外来人口 （农民工）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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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塑造了一个库兹涅茨过程，

实现了资源重新配置。 库兹涅茨指出产业结构变化的关键是， 资源从生产率

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 从而使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得以

提高。 本章将此视作 “库兹涅茨式” 产业结构演进 （Ａｏｋｉ， ２０１２）。 研究表

明， 劳动力转移产生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是亚洲经济体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

典型特征 （ＭｃＭｉｌｌａｎ ａｎｄ Ｒｏｄｒｉｋ， ２０１１）， 也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劳动生

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组成部分 （Ｂｏｓｗ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ｉｎｓ， ２００８）， 并

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做出了显著贡献 （Ｄｕ， ２０１４）。

通过合理修正国家统计局关于农业劳动力的定义， Ｄｕ 和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０）

重新估算了 ２００９ 年的实际农业劳动力， 结果表明， 官方数字将农业劳动力

高估了约 １３􀆰 ４ 个百分点。 本章利用这种方法， 重新构造了 １９８４ ～ ２０１４ 年的

实际农业劳动力数据， 得出的结论是， 到 ２０１４ 年， 实际务农劳动力的比重，

至少比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低了 １０ 个百分点 （见图 ３）。 这一估计数值， 与

Ｂｒａｎｄｔ 和 Ｚｈｕ （２０１０） 使用其他数据所做的估计高度一致。 在估算中， 本章

把官方数据与重估数据之间的差额作为残差处理， 在正常劳动力市场状况

下， 劳动力主要分布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非农产业在遭遇冲击时， 也常

常回到农业这个剩余劳动力蓄水池中。 不过， 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劳动生

产率的提高， 农业越来越少地发挥剩余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了。

图 ３　 重新估算的三次产业劳动力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 （历年） 和相关数据估算； 估算方法参见 Ｃａｉ， Ｆ􀆰 （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ｔｏ ｒｅｆｏｒｍ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 ＵＫ：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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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现有城镇化模式的人口学分解

从人口学的角度， 城镇化即城市人口增长及比重增加有两个来源， 分

别为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 （迁移）。 在生育率下降特别是城市

生育率率先下降的情况下， 城镇化率的提高更倚重于人口迁移。 而中国人

口迁移的一个鲜明的特色是农村劳动力 （称为外出农民工） 向城镇的大规

模转移。 按照统计定义， 城镇常住人口是指在城镇居住 ６ 个月及以上的人

口， 外出农民工是指离开本乡镇 ６ 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 由于农民工

中 ９６％的人进入各级城镇， 故这个人口群体实际上被统计为城镇常住

人口。
因此， 本章对国家统计局城镇化数据和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进行比

较， 从农民工数量增长情况粗略地观察其对常住人口城镇化的贡献。 按

照国家统计局定义的口径， ２０１４ 年城镇常住人口为 ７􀆰 ４９ 亿人， 城镇化率

为 ５４􀆰 ８％ 。 其中， 城镇户籍人口有 ５􀆰 ８１ 亿人， 对城镇化的贡献率为

４２􀆰 ５％ ； 农民工有 １􀆰 ６８ 亿人， 对城镇化的贡献率为 １２􀆰 ３％ 。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４
年， 城镇常住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３􀆰 ３％ ， 农民工年平均增长率为

３􀆰 ６％ ， 农民工对这期间城镇化率的提高做出了 ２４􀆰 ２％ 的贡献。
从人口学分析， 可以得到更精确的关于农民工对常住人口城镇化贡献的

估计。 根据人户是否分离， 可以将中国城镇人口的机械增长进一步区分为非

户籍迁移 （户口仍在农村， 即农民工） 和户籍迁移 （户口随本人转移到城

镇） 两种情况， 后者可进一步区分为就地转移 （居住地不变， 户籍性质由

农业人口改变为非农业人口） 和异地迁入两种情况。
从数据的可获得性考虑， 本章仅对 ２０１０ 年城镇常住人口增长量进行分

解。 首先计算 ２０１０ 年城镇常住人口增长量。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这个增长量等于 ２０１０ 年城镇常住人口 ６６９７８ 万人与 ２００９ 年城镇常住人口

６４５１２ 万人之差， 为 ２４６６ 万人。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人口自然增长

数据 （在普查数据基础上做了调整）， 在城镇新增常住人口中， 城镇常住人

口自然增长量为出生人口 （７２２ 万人） 减去死亡人口 （３３２ 万人）， 即 ３９０
万人。 城镇常住人口机械增长量为城镇常住人口增长量与自然增长量之差，
即 ２０７６ 万人 （２４６６ 万人 － ３９０ 万人）。 因此， 人口机械变动对 ２０１０ 年城镇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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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人口增长的贡献率为 ８４􀆰 ２％ （２０７６ 万人 ／ ２４６６ 万人 × １００％ ）。 也就是

说， 城镇常住人口增长主要是人口机械增长的结果。
接下来， 我们把城镇常住人口的机械增长量分解为非户籍迁移与户籍迁

移。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全国非户籍迁移人口总量分别为

２􀆰 ２１ 亿人和 ２􀆰 １１ 亿人。 根据非户籍迁移人口中乡—城迁移、 城—城迁移、
乡—乡迁移、 城—乡迁移的分布 （Ｍ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推算， ２０１０ 年乡—城

非户籍迁移人口、 城—乡非户籍迁移人口数量分别为 １４０１６ 万人和 ６３１ 万

人， 两者之差 （１􀆰 ３４ 亿人） 即为乡—城净迁入人口。 同样的道理， ２００９ 年

乡—城净迁入人口数量约为 １􀆰 ２８ 亿人 （１３３５６ 万人 － ６０１ 万人）。 因此，
２０１０ 年乡—城净迁入人口与 ２００９ 年乡—城净迁入人口之差 （６３０ 万） 即为

２０１０ 年乡—城净迁入人口的增量。 由此计算， 乡—城非户籍迁移人口对

２０１０ 年城镇常住人口增长的贡献率为 ２５􀆰 ５％ （６３０ 万人 ／ ２４６６ 万人 ×
１００％ ）。 这部分人口的主体就是进城务工农民工 （及其随迁家属）。

下面， 本章估算 ２０１０ 年乡—城户籍净迁入人口 （城镇常住人口机械增

量减去乡—城非户籍迁移人口增量） 为 １４４６ 万人 （２０７６ 万人 － ６３０ 万人）。
因此， 户籍迁移人口对 ２０１０ 年城镇常住人口增长的贡献率为 ５８􀆰 ６％ （１４４６
万人 ／ ２４６６ 万人 × １００％ ）。 乡—城户籍迁移人口又分为异地迁入 （户籍迁出

原乡镇） 和就地转移 （户籍所在地不变， 但户籍性质实现了农转非） 两种

情况。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１‰人口抽样数据推算， ２０１０ 年乡—城异地户籍迁入人

口为 １２３ 万人， 相应地， 乡—城就地转移人口为 １３２３ 万人。 这部分人口的

主体是城镇化过程中， 因城乡区划调整被整体划入城镇， 从而改变户口性质

的那部分人口。
除此之外， 本章还以 “异地迁移” 特征进行分类， 即乡—城异地净迁

移人口 （共为 ７５３ 万人） 可以区分为两部分。 第一， 以人户分离为特征的

乡—城异地非户籍净迁移人口， 总数为 ６３０ 万人， 约占 ８３􀆰 ７％ ； 第二，
乡—城异地户籍迁入人口， 总数为 １２３ 万人， 约占 １６􀆰 ３％ 。

把以上的估算结果列入表 ２， 并简洁地归纳出四个主要结论。 第一， 人

口机械增长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因。 第二， 非户籍迁移对城镇化的贡献率约为

２５􀆰 ５％ ， 主体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 第三， 因行政区划变动实现的人口就地

转移 （户籍实现农转非）， 对城镇化具有十分显著的统计意义上的贡献， 但

这种变化只是一种统计口径调整， 本身在内涵上并不具有实质性改变。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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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户籍制度仍然制约着迁移行为和迁移过程， 在乡—城迁移人口中， 人口

与户籍同迁的比例很低， 且绝大多数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农民工群体， 这形成

了中国如今的非典型城镇化特点。

表 ２　 ２０１０ 年城镇人口增量的分解

城镇新增人口

２４６６ 万人

自然增长 ３９０ 万人（１５􀆰 ８％ ）

机械增长

２０７６ 万人

（８４􀆰 ２％ ）

非户籍迁移 ６３０ 万人（２５􀆰 ５％ ）

户籍迁移

１４４６ 万人

（５８􀆰 ６％ ）

异地迁移

１２３ 万人（５􀆰 ０％ ）

就地转移 １３２３ 万人（５３􀆰 ６％ ）

全部异地迁移

７５３ 万人（３０􀆰 ５％ ）

　 　

户籍制度是中国特有的制度安排， 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遗产。 从中国城

镇化的特点看， 户籍制度远非以往人们所理解的那样， 仅仅是区分不同居住

和就业所在地， 甚至提供不同的基本公共服务的一种简单的制度形式， 而是

有着更为深刻的发展内涵的一种制度。 如表 ２ 所示， 在含义不一的城镇新增

人口中， 非户籍迁移人口或外出农民工是真正意义上的库兹涅茨过程的支撑

者， 对资源重新配置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决定着城镇化的前景甚

至经济增长的前景。

四　 新型城镇化创造改革红利

根据中国的人口转变趋势以及独特的城镇化性质进行判断， 现有的城镇

化速度将显著减慢。 根据中央政府的规划 （ ＣＰ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２０１４），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预计在 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６０％ ， 按照这一规划， 结合

对今后中国总人口的预测， 笔者在表 ３ 中列出了对截至 ２０３０ 年的城镇化的

预测。 其中有两个信息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 即使按照国家规划设定的目标

进行预测， 也可以发现城镇化速度是递减的， ２０１５ 年城镇化率提高 １􀆰 ６ 个

百分点 （已经大大慢于以往的速度）， 而 ２０３０ 年城镇化率仅提高 ０􀆰 ６ 个百

分点。 第二， 城镇化若按照这个速度发展， 需要一定的乡—城迁移规模支

撑， ２０１５ 年大约需要 １１９７ 万人， ２０３０ 年大约需要 ７６４ 万人。 显然， 如果每

年乡—城迁移人口达不到所要求的规模， 按照这个口径统计的城镇化率， 届

时将无法达到目标要求。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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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对常住人口城镇化的预测

单位： 万人， ％

年份 总人口 城镇人口 城镇化率 乡—城迁移

２０１５ １３７４６２ ７６５６６ ５５􀆰 ７ １１９７

２０１６ １３８２４１ ７８２４４ ５６􀆰 ６ １１２５

２０１７ １３９１６２ ７９９９０ ５７􀆰 ５ １０８６

２０１８ １４００１３ ８１６８３ ５８􀆰 ３ １０７８

２０１９ １４０７０５ ８３２６９ ５９􀆰 ２ １０６０

２０２０ １４１２５５ ８４７５３ ６０􀆰 ０ １０２９

２０２１ １４１７２４ ８６１６８ ６０􀆰 ８ １０１１

２０２２ １４２１１３ ８７４９９ ６１􀆰 ６ ９８０

２０２３ １４２４４２ ８８７８４ ６２􀆰 ３ ９９３

２０２４ １４２７０９ ８９９９２ ６３􀆰 １ ９４３

２０２５ １４２９１９ ９１１３９ ６３􀆰 ８ ９２３

２０２６ １４３０７１ ９２２２４ ６４􀆰 ５ ８９４

２０２７ １４３１６９ ９３２４６ ６５􀆰 １ ８８５

２０２８ １４３２１２ ９４１９１ ６５􀆰 ８ ８３３

２０２９ １４３２０５ ９５０８８ ６６􀆰 ４ ８０３

２０３０ １４３１４９ ９５９１０ ６７􀆰 ０ ７６４

　 　

从目前外出农民工增长的趋势看， 保持数百万至上千万乡—城迁移人口

增量的假设过于脆弱， 将其作为目标则很有可能无法实现。 在中国官方文件

中， 虽然经常把农民工称为农业转移劳动力， 但这部分人口并不是从农业中

转移出来的。 从许多研究揭示的外出农民工以及务农劳动力的人口学特征来

看， 正在务农的劳动者不便于外出， 所以基本上不会成为迁移主体。 事实

上， 每年新增的外出农民工群体主要由农村初中和高中毕业生构成， 换句话

说， 主要是 １６ ～ １９ 岁的人群。

根据人口数据， 无论按照常住人口的口径还是按照户籍人口的口径，
这个人群都已经于 ２０１４ 年达到峰值， ２０１５ 年显著减少， 并从此进入负增

长 （图 ４ 中画出的是农村常住人口中年龄为 １６ ～ １９ 岁的人数）。 这种人

口变化趋势必然降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 事实上，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

数据，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０ 年， 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４％ ， ２０１４ 年这个增长率下

降为 １􀆰 ３％ ， ２０１５ 年则进一步下降到 ０􀆰 ３％ 。 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 农村

劳动力的转移并非一种由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 而是一种在农村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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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间有来有去的双向流动。 一旦每年新增外出劳动力人数少于返乡人数，
就会导致以下结果： ①劳动力短缺进一步加剧， 使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劳

动成本进一步向发达国家靠近； ②降低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 ③劳动力

无限供给特征进一步弱化， 加剧资本报酬递减现象； ④产生 “逆库兹涅

茨现象”，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一步受阻。 而这些因素都会降低潜在增

长率， 增加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难度。

图 ４　 １６ ～ １９ 岁农村人口和外出农民工增长情况

注： 左轴表示 １６ ～ １９ 岁农村人口数量， 右轴表示农民工数量。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５ 年相关数据和人口数据计算。

一旦以这种口径定义的城镇化真的减速了， 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显著贡

献也就难以持续。 例如， Ｄｕ （２０１４） 估计， 表现为城镇化和跨部门转移的

劳动力重新配置，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已经从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３ 年的平均

２７􀆰 ２％下降到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的平均 ９􀆰 １％ ， 其间共降低了 ６６􀆰 ５％ 。 那么，
中国城镇化是否对经济保持适度增长目标的实现无能为力了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先来看看中国经济要实现中高速增长需要哪些条

件， 然后探讨如何满足这些条件。 第一， 既然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在于供

给侧， 人口红利消失后潜在增长率下降， 保持适度增长的出路便在于通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除阻碍劳动力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体制性因素。 第

二， 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处于负增长， 并且经济活动人口即将 （预计于

２０１７ 年） 进入负增长时代， 因此， 劳动力存量在区域之间和部门之间的重

新配置， 譬如提高农村劳动力的非农产业参与率， 是增加劳动力供给的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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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行方式。 第三， 既然现行非典型的城镇化难以持续下去， 制约农民工

在城镇稳定居住和就业的体制性障碍是现行的户籍制度， 那么， 通过户籍

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
对中国经济的模拟表明 （ Ｃａｉ ａｎｄ Ｌｕ， ２０１３ ） ， 如果在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

年， 每年把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提高 １ 个百分点， 这一期间的年平均

ＧＤＰ 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 ０􀆰 ８８ 个百分点。 如果在同一期间， 把全要素生

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提高 １ 个百分点， 这一时期的年平均 ＧＤＰ 潜在增长

率可以提高 ０􀆰 ９９ 个百分点。 可见， 通过把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市民而不再

仅仅将其看作过客般的劳动者， 可以保持农民工作为劳动力供给和资源

重新配置主要贡献者的地位， 可以取得一箭双雕的效果， 同时提高劳动

参与率 （延长人口红利） 和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获得新的可持续增长

动力） 。

五　 结论和政策建议

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仍没有解决乡—城迁移者

（农民工） 的户籍问题， 户籍制度的约束导致无法向农民工提供均等的基本

公共服务， 使农民工群体处于脆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另外， 农民工就业的

不稳定性降低了劳动力供给。 所以， 户籍制度尚未彻底改革之前的常住人口

城镇化， 是个半截子的城镇化， 不能发挥城镇化的全部应有功能。 更值得担

忧的是， 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 依靠常住人口推动的城镇化必然显著减

速， 甚至难以为继，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因此， 本章的结论是通

过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让新型城镇化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
户籍制度改革很久以前就是学术界的讨论话题， 也一直被置于改革日程

的重要位置， 可以说是共识度最高的改革领域。 但是， 这项改革迄今为止未

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因而改革红利也没有显示出来。 为什么这项改革会推而

不动？ 与几乎所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分相似， 本章归纳以下几个方面的

原因。
首先， 没有真切地看到该项改革可能产生的改革红利。 对一个高度关注

经济增长速度的政府来说， 需求侧的刺激性政策通常在实施手段上是有形

的， 实施效果可以是迅速、 及时的， 并且具有与政策手段的对应性。 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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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 政策手段似乎看不见摸不着， 而且政策手段与

效果之间没有清晰和确定的一一对应关系。 由此， 政府看待城镇化对经济增

长的积极影响的次序分别为： ①拉动投资的效果容易被看到， 这几乎成为当

前推动城镇化的最主要动力， 这种努力容易走向过度强调需求侧的政策刺

激； ②培养新的中等收入群体， 拉动消费需求的效果也可以看到。 但是， 这

方面的努力容易受到既得利益的阻挠； ③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

效果尚未得到评价。
其次， 没有按照恰当的标准界定好不同级别政府间的改革责任， 因而尚

未形成合理的改革成本分担机制和改革红利分享机制。 中央政府很早就提出

成本分担的问题， 但是， 迄今为止， 尚未根据农民工市民化的支出要求以及

之后发生的支出责任变化， 把改革成本和收益在中央政府、 省级政府和市级

政府之间做出分担和分享的安排。 例如，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 中专设一章讲成本分担问题， 但是， 也仅仅规定 “各级政府根据

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划分， 承担相应的财政支出责任， 增强农业转移人口落

户较多地区政府的公共服务保障能力” （ＣＰ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２０１４），
没有给出确切的预期， 使作为城镇化主体的地方政府缺乏实际推进的积

极性。
最后， 上述两种情况产生了错误的激励， 使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外延

或多或少被改变。 在中国， 城市规模越大，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越高， 户籍

制度改革的成本也就越高。 在没有解决好成本分担和红利分享问题的情况

下， 大城市政府没有接纳新市民的动力。 因此， 地方政府往往利用中央政

府的 “严格控制城区人口 ５００ 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防止 “大城

市病”、 “加快发展中小城市” 等要求， 在实施中避重就轻， 悄无声息地改

变了新型城镇化的方向， 反而在农民工完全没有迁移和落户意向的小城镇

大做文章。 按照这个倾向， 中央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 的要求，
也很可能通过改变统计口径， 或者主要依靠郊区人口改变户籍身份来满

足。 这与本章预期的新型城镇化及其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引擎的期望大相

径庭。
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 高城镇化水平是发展的必然结果， 也是现代

化的标志； 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过渡的发展阶段， 城镇化还是保持经济持

续增长的重要手段； 而对中国来说， 新型城镇化还具有通过结构性改革、 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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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体制性扭曲、延长传统增长动能和挖掘新增长源泉的特殊重要性，关系到

中国经济能否保持中央政府要求的中高速增长。因此，只有明确认识上述三

个方面的原因，才能真正推进新型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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